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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新质生产力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新解

何 萍

摘 要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哲学基础、一般性质和中国特点三个方面

的内容。新质生产力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创造是以19

世纪的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为经验原型的，但马克思在以他的历史哲学来审视19世纪资本

主义大机器生产的过程中，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预示了生产力的未来发展必然是

科学技术和精神文化的创造占据主导地位。这些思想构成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与新质生

产力的接合点。新质生产力的一般性质及其构成是由数字劳动方式决定的，数字劳动方式

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在技术构成上，实现了现代科学与复杂的技术系统和现代生产结构的有

机结合；二是在资本的构成上，以科学技术和新思想创造为主体的非物质劳动进入资本构

成，与工业、农业等物质劳动的资本共同构成了新的资本结构；三是在思想构成上，把系统哲

学和系统技术结合起来，建构了以通信、信息控制研究为核心的思维范式。上述三个特点凸

显了科学技术、人的思想创造和文化精神在新质生产力中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

一般规定。新质生产力的中国特色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相联系的，它的思想基础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实践基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中关村

电子一条街的发展，就是近40年来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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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新质生产力？这是当前学术界讲得最多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始终没有讲清楚的话题。说它

是讲得最多的一个话题，是指新质生产力的讨论已经打破了学科界限，成为各门学科谈论的共同话题；

说它是一个始终没有讲清楚的话题，是因为泛泛的讨论已经稀释了新质生产力的边界，进而遮蔽了新质

生产力的内核。面对这一研究状况，研究新质生产力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和内容作

一明晰的说明。鉴于此，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廓清新质生产力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新质生产力的哲学基

础；第二个方面是新质生产力的性质及其构成；第三个方面是新质生产力的中国特点。

一、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建构：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性质及其构成

新质生产力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这是学术界公认的观点。但是，要使这一观点站得

住脚，就不能简单地采用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中的某个论断、某个公式，而要对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作

一整体的研究，发现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与新质生产力的接合点。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包括了宏观历史层面和微观经济层面的内容。在宏观历史层面上，马克思把

生产力置于人类历史规律的语境中，考察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揭示了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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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物质动因；在微观经济层面上，马克思把生产力置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语境中，考察工业的生

产力的现实基础，揭示了生产力的内在结构和变化机制。在马克思那里，这两个层面的生产力运动不是

彼此孤立的，而是全部生产力运动的两个彼此作用、相互补充的环节。其中，宏观历史层面的生产力是

生产力的一般特性，决定了人类历史必然从低级的社会形态向高级的社会形态演进；微观经济层面的生

产力是生产力的特殊，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性质和未来走向。不可否认，人们要认识自己的

历史、要把握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首先必须了解生产力的一般特性。但是，人们要真正解决自己时代

所提出的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又不能停留在对生产力的一般特性的认识上，还必须进到微观经济层面，

去研究现代社会的生产力的物质条件及内部对抗的生成和消亡过程。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

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

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

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

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

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P33）在这里，马克思

明确地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的内在矛盾、找到解决这个内在矛盾的现实路径作为现时代向

人类提出的必须解决并且可以解决的任务，而他在微观经济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深刻剖析

就是在解决这个时代的任务。只要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完结，马克思为解决这个任务所提出的理论就不

会过时。这就是我们今天重新阐释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用它来解决新质生产力问题的根据。

马克思在微观经济层面上研究生产力理论是从他1844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那一刻开始的。但

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绝不是接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讲，而是接着他的亲密战友恩格

斯的生产力理论讲。

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批判地考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揭示了各个范畴之

间的内在矛盾，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见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生产力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及

其框架。在恩格斯看来，生产力不应该是一个脱离现存社会的空洞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发展着

的、有着复杂的现实内容的概念。这里所说的现实的内容，既不是重商主义经济学家们鼓吹的能够给国

家带来盈利的贸易差额，也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鼓吹的自由贸易或理性、人道精神，更不是德国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斯特鼓吹的抽象、空洞的生产力理论，而是存在于自由贸易背后的竞争和垄断、欺

诈和掠夺等血腥恐怖，存在于人道主义假象背后的图谋私利的种种不道德的、利己的动机。这个现实的

内容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2］（P445）。在这个体系中，“资本对资本、劳

动对劳动、土地对土地的斗争，使生产陷于高烧状态，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关系都颠倒过来。要是资本

不最大限度地展开自己的活动，它就经不住其他资本的竞争。要是土地的生产力不经常提高，耕种土地

就会无利可获。要是工人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工作，他就对付不了自己的竞争者。总之，卷入竞争

斗争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弃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就经不住这种斗争。一方的这种过度紧张，其结

果必然是另一方的松弛。在竞争的波动不大，需求和供给、消费和生产几乎彼此相等的时候，在生产发

展过程中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力大大过剩，结果，广大人民群众无以为生，人们

纯粹由于过剩而饿死。”［2］（P463）这是一种荒诞的、极不合理的情况。然而，正是这种情况构成了资本主

义生产的规律：生产的剧烈波动必然带来这样的结果：“繁荣和危机、生产过剩和停滞的反复交替”［2］

（P463）。这个规律就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内容，亦是政治经济学必须面对和解答的问题。然

而，这个问题在古典经济学的范畴中是得不到科学的解答的。重商主义者把商业贸易冠之以人的充满

爱心的活动，宣称“商业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2］（P444），不过是用伪善的道德来

粉饰资本主义的商业活动，根本没有看到商业贸易背后的血腥恐怖。马尔萨斯是古典经济学家中最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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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面对现实的人，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和不道德行为，提出了人口理论，力图用人口规律

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和不道德行为。但是，人口规律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规律，这就注定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对解答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是无效的。亚当·斯密想用自由贸易体系来解释资本

主义经济现象，把资本主义经济说成是理性的，充满了人道精神，但是，他所说的自由贸易不过是整个资

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片段，他想用这个片段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同样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更

不可能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合理性。总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探讨财富的来

源，他们的生产力理论不过是抽象地谈论财富增长的问题，从来没有对财富的来源和生产力发展的前提

问题——私有制合理性的问题——进行批判的考察，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出这个前提问题，因此，他

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揭

露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带给人类的灾难。据此，恩格斯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直面“私有

制的合理性的问题”［2］（P443）。从这一问题出发，恩格斯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与消费、竞争与

垄断的对立，考察了这些对立引起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造成的非人性的

存在，批判地吸取了当时哲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成果，提出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原则：（1）以竞

争和垄断为核心，研究生产力的规律；（2）以商品的生产费用的要素来探讨生产力的结构；（3）以工厂制

度为生产力的组织形式，论证生产力的时代性特征；（4）以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供求危机和革命来

说明生产力变革的内在动力及未来前景。正是根据这些原则，恩格斯将生产力的构成概括为两大要素：

“自然和人”［2］（P454）。在考察人的要素时，恩格斯指出：人的要素包括了人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2］

（P454）。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精神活动，主要指科学的发现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恩格斯强调，这是生

产力中的“发明和思想”［2］（P453）的精神活动，是生产力中的一个变量，亦是推动生产力变革的最重要的

因素。恩格斯认为，随着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变化，“精神要素自然会列入生产

要素，并且会在经济学的生产费用项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到那时，我们自然会满意地看到，扶植科学

的工作也在物质上得到报偿，会看到，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项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五十

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扶植科学所付出的代价还要多”［2］（P453-454）。在这里，恩

格斯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在微观经济层面上研究生产力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就其把资本主义的

竞争和危机作为生产力研究的出发点而言，本质上是批判的；就其把科学的发现和在生产中的应用作为

生产力的一个变量而言，是开放的。在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正是因为没有看到生产力

的这两个方面，所以，他们没有把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不合理现象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当然

也就不可能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不合理现状。

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对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研究生产力理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马克思

以恩格斯提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任务为起点，又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审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

论，提出了自己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见解。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能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的交

换、竞争和危机这些现象的描述上，而应该深入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之中，以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来规

定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性质，揭示资本主义竞争和危机的深层原因。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对恩格斯的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核心观点作了新的阐释。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

文摘要》中，马克思着重摘录并发挥了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两个要点：第一个是恩格斯在

价值与劳动费用关系部分的要点。恩格斯论述价值与劳动费用关系的中心点，是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

家们把“价值”概念定义为商业交换，强调价值概念与劳动费用的关系。应该说，把价值从一个说明商业

交换的概念转变为说明劳动费用的概念，是生产力理论研究的重大变革，因为把价值定义为说明商业交

换的概念实质上是把生产力看作解决社会财富增长的问题，而把价值定义为说明劳动费用的概念实质

上是把生产力看作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问题。马克思特别重视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强调“价值这个概念

实际上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3］（P3）。这样，马克思就把价值概念与劳动概念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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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产力研究的转向。第二个是恩格斯在论述劳动和资本部分的要点，尤其是恩格斯提出的劳动包括

资本的观点。恩格斯论述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旨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性问题。在恩

格斯看来，劳动是生产力的主观要素，这个要素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为前提的，由此

决定，“劳动本身的分裂”［2］（P457）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发挥了恩格斯的这

一思想，在摘要的结尾处写道：“人的劳动分为劳动和资本。”［3］（P4）在这里，马克思把资本归于人的劳动

的一个要素，旨在强调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劳动是受资本统治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

本质上是资本的劳动。概括起来，这两个要点就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方式为主线，从资本对劳动的

统治这一事实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性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内在

机制。这就是马克思在微观经济层面上研究生产力的基本思路。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人的生产的能力，但这个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受到资本的支配，采取了

异化劳动的形式，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本身就是生产力。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在批判德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时首先阐发出来的。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

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马克思反对李斯特撇开交换价值抽象地谈论生产力，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生

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3］（P263），而交换价值关心的是物而不是人。因此，以交换价值

来讲生产力就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社会条件把人变成了‘物’”［3］（P263），即把人的劳动变成了异化

劳动。在资本家眼里，异化劳动就是“物”的力量，它与其他的生产力——水力、蒸汽、水、牲畜、机器，等

等——没有差别，而且只要能够以牲畜、机器代替人的地方，资本家就会不惜牺牲人的力量而采用自然

的、机器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异化劳动定义为生产力。他说：“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

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

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

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等等，等等。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你更有能力从事

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3］（P261-262）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包含了他的微观经济层面的生产

力理论研究的两个核心论题：第一，研究异化劳动与交换价值的深层联系，揭示现代社会的生产力的资

本构成；第二，研究异化劳动与生产力的内在结构的关系，揭示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技术构成。从《1844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的微观经济层面的生产力理论研究始终是围绕这两个论题展

开的。

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与交换价值的深层联系，其实就是资本与劳动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通

过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着的货币建立起来的。货币，在古典政治经济中，仅仅被定义为交换的媒

介。马克思并不否认货币是交换的媒介，但他认为，这绝非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本质存在于人的劳动之

中，存在于颠倒人的劳动，使人的劳动异化的活动中。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

马克思指出：穆勒在把货币称为交换的媒介时，“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3］（P18）。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一个概念”，不是别的，就是“媒介”。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媒介”，在形而上学的意义

上，就是“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3］（P18）。这里所说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不是政治经济学家们所

理解的物与物的交换，而是人的活动的本质的颠倒。具体地说，“中介”是人的活动的外化，但是，这个外

化的东西不是人的活动价值的实现，不表现人性、人的生命存在，而是一种外在于人、统治人的力量，成

为人的“真正的上帝”、人的崇拜物，而人却沦为了这个崇拜物的奴隶，成为异化的人、异化的活动。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媒介定义为“异己的媒介”［3］（P19），这个“异己的媒介”就是货币的本质。马克

思认为，货币的这个本质不会随着货币形式的变化而改变，反而使人的活动陷入更深刻、更广泛的异化。

信用业是货币在银行业的表现。信用业的建立是以对人的信任为基础的。这就给人一种假象：“似乎异

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3］（P21）

其实不然，在信贷中，信任是买卖的物品，是用人本身来代替金属或纸币。在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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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3］（P22-23）；“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或者是货币和人并

为一体”［3］（P23）。这足以证明，信用业的出现不过是货币功能的扩大，它不仅没有改变货币的本质，反

而进一步把人的劳动异化延伸到人的异化、人的道德的异化。由此可见，作为交换的媒介，无论是在商

品交换活动还是在信贷活动中，货币都是与人的劳动相联系的，都是通过把人的劳动资本化，使其成为

资本家致富的手段而成为生产力的。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把生产力归于人的劳动领域，揭示了生产力

与人们的劳动方式的关系，要求人们联系一定的劳动方式及其变化来说明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以

货币的本质来说明交换价值是如何成为生产力的，揭示了异化劳动与生产力的资本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使人们能够通过货币形式的变化来探究生产力的资本构成。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说它是复杂的系统，是因为这个系统在结构上有内

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之分。外部结构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在这个结构中，生产关系是生产力

发展的界限，即生产力在一定生产关系界限内的变化是生产力的量变，而那种超过一定生产关系界限的

变化则是生产力的质变。生产力的内部结构指的是生产力内部的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的关系。在这个

结构中，作为生产力的物的要素中的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变化的测量器：一种生产工具系统的性质和特点

规定一种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力的性质和特点，也决定了生产力内部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之间的关系，

因此，生产工具系统的变革必然引起生产力内部的物质要素和人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改变，使生产力

的发展呈现出新的质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

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4］（P142），就是指的一定的生产工具对于生产力的质的决定作用，同时也说明

了机器作为一种生产工具，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机器与生产力的关系

作了深入的研究。马克思认为，机器进入生产过程，成为现代生产力的工具系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发展的结果，因此，它既具有工业时代的普遍性，又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

分别从工业时代和资本主义发展这两个向度上考察了机器作为生产工具的特点。

在工业时代的向度上，马克思分析了机器作为生产工具的性质，肯定了机器作为生产工具对于生产

力进步、人的解放的意义。马克思指出，机器作为生产工具与手工的生产工具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手

工的生产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它的运用要受到人的身体器官的限制，即受到人的自然力的限制，由

此决定，手工工具只能依靠简单协作和分工来提高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不过是一种自然力。与之不同，

机器的生产工具是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制造出来的工具系统，这个系统由三个部分构成：发动机、

传动机构和工具机或工作机。这三个部分的每一个部分都与科学技术的应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发动

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在工业时代，是以蒸汽机、热力机、电磁机等标示的，这些都是技术发明的成果；传

动机构调节运动，它的作用是把运动传给工具机，使工具机能够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

变劳动对象，这个机构的出现是与飞轮理论的创造和应用相联系的；工具机不是人的工具，而是制造出

来的机构的工具，这种机构“在取得适当的运动后，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

的那些操作”［5］（P430）。由于这样一个系统，机器就取代了手工工具，成为大工业特有的技术基础。这

个技术基础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劳动方式，也推动了生产力发展方式的变革。与机器工具之前的生产力

的发展方式相比，以机器为生产工具的生产力发展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它把生产力的发展从手工

工具时代传统经验的基础移植到科学技术革命的基础之上，使科学技术能够通过机器的改进而进入生

产过程，成为生产力的内容；第二，它使生产力的发展突破了人的器官的限制和工场手工业场所的限制，

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规模和分工；第三，它使自然力进入生产过程，成为生产过程的社会因素。马克思

说：“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

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在农业中，在其资本主义前的形式中，人类劳动只不过表现

为它所不能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助手。）这些自然力本身没有价值。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是，只

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自然力，而机器是有价值的，它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因此，自然力作为劳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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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6］（P201-202）总之，这种以机器作为

工具系统的生产力是“制造出来的生产力”［7］（P366），也是靠不断地吸收新知识、新思想和新的科学技术

而发展的生产力。这种不断被吸收到生产力中的新知识、新思想和新的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技术构

成，也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向度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在生产中的应用所引起的科技异化

和劳动异化。马克思指出，在资本家眼里，机器不过是用于追加不变资本中的剩余价值，机器的运用就

是价值的增值过程，亦是将剩余价值的商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机器的目的，

不过是为了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降低可变资本的支出。这样一来，机器的运用、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成

为资本，成为使人的劳动发生异化的中介。这种异化，首先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异化，即科学技术从属于

资本的生产。马克思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

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6］（P205）。其次是科学技术的生

产过程应用的异化。所谓科学技术的生产过程应用的异化，是指科学技术的生产过程应用不是为了解

放工人，发展工人的智力和专业，恰恰相反，它是为了“使劳动从属于资本”，是要“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

和专业的发展”［6］（P209）。由于这种异化，科学技术的生产应用过程就成为通过发明机器，利用大规模

的机器生产来排挤工人，加剧工人的贫困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具体表现就是，由于大规模的机器生产

抽掉了个体的个性和智力发展的经验基础，个体的创造也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而使用机器使得“简

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7］（P366），不仅大量地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水平，而且把越来越多的童工和妇女卷

入生产过程，造成了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这样，科学技术以异化的方式呈现出了生产力的价值，从而也

呈现了科学技术自身的异化。马克思强调，科学技术的这种异化现象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的，

因此，扬弃科学技术异化的唯一途径就是否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样，马克思就通过考察资本主义

的机器生产所造成的科学技术异化和劳动异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内在危机，指出消除资

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危机的路径是代之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马克思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对生产力的上述两个核心论题的论述表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一个

复杂开放的系统。这个复杂的系统是围绕资本主义劳动方式而形成的，其中既包含了生产力内部的资

本构成和技术构成，也包含了生产力的人类历史的一般性质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殊性质；既包含了生

产力的多层面的结构，也包含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因此，对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我们不能撇

开整体，只讲其中的一个定义或一个要素，也不能静态地看待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而要动态地考察马

克思的生产力理论，阐发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的时代内容。我们只有按照这种方式理解马克思的生产

力理论，才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也才能对新质生产力作出科学的阐释。

二、数字劳动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及其构成

自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提出后，中国学术界对新质生产力作了广泛的探讨。有的学者从科学技术

革新的角度定义新质生产力，把人工智能、数字化平台的建立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有的学者从劳动

方式变革的角度定义新质生产力，以信息化、互联网、数字化、智能化等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产业链的

形成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有的学者从资本结构的变化来定义新质生产力，以数字资本作为新质生产

力的标志。应该说，这些定义的确向我们描述了这个时代变化的方方面面。但是，这种片段的研究不足

以使我们看清新质生产力的全貌，揭示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我们要全面、准确地把握新质生产力的

内容和内在逻辑，就必须像马克思那样，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去透视这些变化背后的本质的东西，依照马

克思在微观经济层面上阐发的生产力理论为学术理路，以劳动方式的变革为主线，去探究新质生产力的

形成及其构成。

从劳动方式变革的角度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是以数字劳动为现实基础的。但是，数字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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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但在那个时代，数字劳动只是与其他工业并行的一个部门，对人们的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远没有产生像今天这样大的影响，当然也没有被冠之以数字化经济、数字化资本等这样

带有时代特征的定义。数字劳动发展到今天，成为一个时代的生产力，经历了三个层面的变革：第一个

层面是科学、技术与生产之间结合方式的变革；第二个层面是资本与劳动关系模式的变革；第三个层面

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数字劳动正是在这三个层面的变革中形成了自己的技术构成、资本构成和思

想构成，从而成为新质生产力。因此，我们要全面地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容及其变革意义，就需要历史

地考察数字劳动在从一个工业部门发展成现代的劳动方式过程所经历的这三个层面的变革。

强调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一个核心思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

生产力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根本点，就在于资本家在生产中引进和采用了机器。机器是资

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工具系统，这个系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也是科学技术与劳动相结合的中介；

科学技术正是通过这个中介不断地进入生产过程，使人们的劳动方式摆脱了对传统经验知识的依赖，转

变成对科学技术的依赖。不仅如此，科学技术进入生产过程还是改变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不变资本与可

变资本比例的核心要素。为了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需要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这就为科学

技术成为生产力提供了内在动力。因此，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必然会在人的劳动中

占据主导地位。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远未达到占据主导地位的程度，但马克

思的这一观点却成了20世纪生产力发展方式的预言。正是这样，西方的社会学家、未来学家们在研究

20世纪出现的数字劳动和信息工业时，无不重视和运用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丹尼

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以科学技术与生产结合方式的变化为轴

心，分析了工业社会的变化。他指出：“‘工业社会’这个词，如果静止不变地使用的话，就像‘资本主义’

一样会使人误解。正如二十世纪的社团资本主义和管理资本主义是和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家庭资本

主义有很大不同，所以依靠技术和科学的二十世纪工业社会是和前两个世纪的制造业社会大不相同

的。”［8］（P2）丹尼尔·贝尔这里用的“工业社会”一词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指的是与前工业社会完全不同的

现代社会，而他这里用的“依靠技术和科学的二十世纪工业社会”和“前两个世纪的制造业社会”，指的是

广义的工业社会发展中的两个阶段，即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在丹尼尔·贝尔看来，后工业社会与狭

义的工业社会之不同，是由科学技术与生产相结合的不同方式决定的。在狭义的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

与生产相结合的方式是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由这一结合方式所决定，工业社会的工业体系是由纺织

业、钢铁、电报、电话、汽车、航空等制造业构成的，它的意图是“‘同经过加工的自然界竞争’，它以人与机

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利用能源来把自然环境改变成为技术环境”［8］（P133）。正是依据这一特点，丹尼

尔·贝尔将狭义的工业社会定义为“制造业社会”。与之不同，在后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与生产相结合

的方式是科学进入生产过程，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作用，由这一结合方式所决定，后工业社会的工业体系

是由以计算机、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信息产业构成的，它的意图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那种社会里，

以信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同机械技术并驾齐驱”［8］（P133-134）。正是依据这一特点，丹尼尔·贝尔将后

工业社会定义为“依靠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在这里，丹尼尔·贝尔的确看到了后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各

自的特点，尤其是他把信息工业定义为控制和管理工业生产和整个社会的秩序的科学，指出后工业社会

的主要问题是“科学的组织以及进行这种工作的大学或研究所等基础机构”［8］（P134），强调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来，衡量各国力量的标志不再是钢铁生产而是科学能力的观点，更是准确地把握了我们这个时代

的焦点问题，突出了信息工业在当代生产力的发展和各国竞争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如果从数字劳动在

今天的发展以及对于生产力的变革意义看，丹尼尔·贝尔的这种划分实在是过于简单化。正是这种简单

地划分，使他难以深入现代社会的深层去揭示以信息工业为核心的生产力的技术构成。因此，历史地考

察科学技术与生产结合方式的变化，就成了我们研究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构成的切入点。

的确，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是工业社会与前工业社会的断裂点，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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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但是，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工业发展不断增长的需要中发生阶

段性的变化。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形成的最初阶段，科学和技术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技术的发明通常是

借助传统的工艺，即使有对科学的需要，也是旧原理的运用，而不是与新原理的结合。自18世纪开始，有

两个原因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结合：一个原因是科学研究转向了对技术发明的关注，科学家们自觉地把

技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创造出与工艺技术、工业相联系的科学，证明了科学对于技术发明和工业发

展的有用性；一个原因是工业的发展需要弄清楚其中的基本原理，产生了技术对理论科学的要求。由于

这两个原因，科学和技术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这一联系中，科学，一方面把工艺学和生产作为自己的

研究对象，并在其研究中摆脱了早期的宗教和幻想成分，获得了理性的力量，成为真正的理论科学，比如

最早出现的热力学和电学就是这一时期科学和技术结合的成果，另一方面使自己的新成果通过技术在

生产中的应用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要素。这就构成了18世纪和19世纪科学技术和生产相结合的方式。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工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大型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型实验室的相继建立，科学技术与生

产结合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首先发生在科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批科学研究和技术研究交叉

的新兴学科，微电子学和人工智能就属于这类学科。其次表现在技术发明领域，出现了多技术的融合模

式，比如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模型、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多模态融合技术、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这些

多技术的整合体系就是新的科学技术在各生产领域运用的平台，数字化劳动就是通过这个平台而获得

了普遍性，使之由最初的与其他工业并行的一个工业部门提升为主导工业、农业、服务业变革的劳动形

式。最后表现在生产领域，以大型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型实验室为平台研发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形成新

的生产领域，使科学技术成了直接的生产力。这三个层面的变化构成了21世纪科学技术与生产相结合

的方式，新质生产力就是在这种方式的结合中产生出来的。由此决定，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构成绝不是单

一的信息技术，而是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多学科和现代生产结构的有机结合，亦是一个借助现代科学研究

平台和技术平台推动科学技术和各种劳动形式相互融合和发展的开放的技术体系。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狭义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特指资本主义

社会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在广义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指一定社会的生产形式，存在于人类历史的各

个时期。马克思之所以作这种区分，是为了说明现代社会的劳动与资本关系的特点。为此，马克思依据

生产方式的特点，对比分析了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马

克思指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形式是简单再生产。在这里，劳动与资本是不分离的，劳动是资本占

有者的劳动，资本不具有交换价值，只是用于计算劳动所需要的资金，并且是用实物的形式来计算的，马

克思将其称为“等级资本”［4］（P106）。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形式是扩大再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劳动

与资本相分离为前提的。在这里，劳动是资本家用于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即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资

本存在的前提；资本是对劳动的占有，是把劳动变成雇佣劳动，变成生产剩余价值手段的前提，是带来货

币的货币。劳动与资本的这种互为前提的关系决定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

说，“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4］（P354）。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形式也是扩大再生

产，但它不是以劳动与资本相分离为前提的，而是以把资本从资本家的私人占有变成全社会占有为前提

的。在这里，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是一致的，劳动是在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社会所有制下进行的，

资本的作用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4］（P293）。用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来分析数字劳动，可知

数字劳动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数字劳动是指以富士康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数字劳动，这

里的数字劳动与马克思定义的工业时代的雇佣劳动具有同质性，而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数字劳动是异

质的。对于这种数字劳动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可以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来分析①。广义的数

字劳动是指后工业社会的劳动，这里的数字劳动是相对于制造业等物质性劳动而言的，这种数字劳动既

①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一书就是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来揭露和批判数字劳动中的剥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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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它表达的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时代，是研究新质生

产力需要解答核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以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来分析。很显然，广义的劳动

与资本的关系才是我们研究数字劳动的生产方式的切入点。

从广义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看，数字劳动中的劳动是决定数字劳动中的资本构成的方面。但是，数

字劳动本身是发展的，在数字劳动诞生的20世纪50年代，它只是后工业社会诸多劳动类型中的一种，还

不足以成为变革生产力的力量，直到第四次科技革命兴起，它才成为一种生产方式，一种足以使生产力

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力量，而向人们展示了它的未来前景。因此，我们要了解数字劳动中劳动与资本的关

系，了解数字劳动的资本构成，就需要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容以及它所引起的资本结构的变化。

第四次科技革命兴起于 20世纪末至 21世纪的头十年，其具体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互联网产业

化、工业智能化和工业一体化带来的互联网革命，为数字劳动创造的全新的工具系统，使数字劳动变成

了一种全新的劳动方式；第二，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的革新与清洁能源、无

人控制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和生物技术等连接成一个整体，形成了科学理论与多技术整合的

一体化，奠定了数字劳动方式发展的新格局。综合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数字劳动的劳动方式具有四个特

点：第一个特点是生产的信息化，所谓生产的信息化，就是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改造传统的工业、农业和商

业的劳动方式，实现劳动方式的革命；第二个特点是通信和信息将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工业生产、农

业生产和商品流通连接成一个整体，创造了信息经济；第三个特点是生产的信息化和流通的信息化催生

了媒体经济、电子商务等新兴行业，进而增强产业链的协同、营销方式的变革、生产模式和管理手段的革

新，等等；第四个特点是以互联网的产生及其革命为平台，实现了生产的国际性分工与竞争。这四个特

点表明，从数字劳动方式中生长起来的新质生产力是由知识和思想的创造为主导的生产力。这种生产

力无论是在生产力的人的构成上还是物的构成上，都不同于工业时代的生产力。首先，在人的构成上，

工业时代的生产力的人仅指从事机器操作的工人，而新质生产力的人是由劳动者和掌握先进的科学技

术知识和思想的管理人员共同构成的，并且后者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占有主导地位。其

次，在物的构成上，生产工具是以科学和技术为核心构成的复杂系统，不仅如此，科学技术还是把生产资

料与劳动对象结合起来的中介。生产力这一构成，突出了知识、创造性的思想等非物质劳动在生产力发

展中的主导地位，从而使生产力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的人与物的平面结合变成了以科学

技术和新思想的创造为中介把人和物有机结合起来的立体结构。由此决定，以科学技术和新思想创造

为主体的非物质劳动不能不进入资本构成，成为数字劳动的资本形式，并与工业、农业等物质劳动的资

本共同构成了新的资本结构，这就是新质生产力的资本构成。

从数字劳动方式的技术构成和资本构成可见，数字劳动作为21世纪的生产方式，它的最重要的特点

就是把马克思所定义的现代生产力中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力量全部释放出来。正是这种理性力量和精神

力量的释放，使生产力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模式，形成了新的模式。这种新的模式是在20世纪的哲学批

判中发展起来的。20世纪的哲学批判的宗旨是终结近代哲学的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发展从18世纪的启

蒙思潮中生长出来的历史哲学传统，建构以文化批判为核心的辩证思想方式。霍克海默在《社会哲学的

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一文中指出，社会哲学的最终目标是“对人类命运的兴衰作出哲学的解释”［9］

（P1），这一目标早在康德的批判哲学、黑格尔的现象学和新康德主义、柏格森、叔本华的哲学中就已经提

出来了。但是，囿于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这些哲学家们只满足于从人的精神上和在思维的领域描述

人类的命运，而不能深入社会的劳动活动中说明人类的行为，更没有把理性的批判注入现实的物质活动

之中。因此，社会哲学要成为批判理论，不仅要借鉴已有的哲学成果，而且要建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

他所说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就是从当下的劳动方式中提取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由此可见，霍克海默建

构的哲学思维的新模式，就是后工业社会的劳动方式与现代的辩证思维方式的结合，其中，后工业社会

的劳动方式是内容，辩证的思维方式是形式。从20世纪至21世纪，那些最具有生命力的哲学都是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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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维模式创造的，系统论就是其中的一种。所谓系统论，就是以“系统”为内核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

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它的形式是系统的辩证思维方式，它的内容就是以计算机、信息控制构成的数字劳

动的劳动方式，因此，它建构的是数字劳动的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个部分

是系统哲学，这是数字劳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个部分是系统技术，这是数字劳动的问题域。在系统

哲学的部分，系统哲学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批判了传统哲学的机械论世界观，提出了系统哲学的世界

观。在系统哲学那里，机械论哲学是以线性的因果关系为思维方法去研究物理世界的运动规律，建构的

是机械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系统哲学则是以相互作用、交感作用、组织、目的论、自组织系统为思维

方式去研究人与世界之间的价值、符号、文化等中介系统，建构的是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系统哲

学的系统技术部分，系统哲学把现代技术和社会提出的计算机、自动化、自调节机构等问题作为研究对

象，通过建立模型的方式来解决现代技术和社会提出的问题，计算机化和模拟法、控制论、信息论、网络

理论等就是系统论研究的成果。汉肯认为，在现代社会，计算机、自动化、自调节机构不是一个机械化的

操作系统，而是制造信息源的系统，而信息源的制造是通过构造一种具有控制性的模型实现的，这就是

说，构造模型的工作本身就是制造信息源的活动。他指出：“通信过程是一种可以用来改变人们观点的

机制；利用这种手段每个成员都可以对其它人施加影响，由此逐渐改变群体中各个成员的不同意见，这

有助于达成群体内普遍的协议。”［10］（P96）在这里，无论是要改变人们的观点，还是整合群体成员的意见，

以达成普遍的协议，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模型来操作。这就显示了构造模型的意义。汉肯把这种意义概

括为三点：第一，它可以整合通信领域获得的许多经验，把这些经验集合成一个整体、一个系统；第二，它

作为一种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搭上一道桥梁”［10］（P97）；第三，它作为描述性的工具，为一个群体的

操作提供“某种变革性的信息”［10］（P97）。这三点意义揭示了数字劳动的本质，即数字劳动不是制造芯

片、操作计算机的活动，而是制造信息源的活动，是通过信息的整合来指导、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活

动。前者是从事工业社会的物质性劳动，后者是从事思想创造的活动。汉肯的这些观点在维纳那里得

到了更明确的表达和更充分的论证。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一书中指出，对于计算

机、自动化、通信信息，人们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一种是机械论的研究范式；一种是信息论的

研究范式。机械论的研究范式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形成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有一

个共同点，就是都解决机器的动力问题，它带给人类文化的冲击，就是用机器的生产方式取代人力和畜

力的生产方式，于是，用机器的观点来看待技术革新就成为一种研究范式，即机械论的研究范式。与机

械论的研究范式不同，信息论的研究范式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形成的，它的技术基础是原子能、电子

计算机和空间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它的思想基础是为了消

除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失业和人性丧失的危机、人的文化和精神的危机而研究人性和人的

精神。当然，控制论不像社会学那样通过研究个人的社会生活来研究人性和人的精神，而是通过研究通

信和控制来研究人性和人的精神。所以，维纳说，信息论关心的是“利用新技术来为人类造福，减少人的

劳动时间，丰富人的精神生活，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得利润和把机器当作新的偶像来崇拜”［11］（P132）。维

纳提出来的信息论研究的目标在20世纪50年代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在那时，计算机才刚刚兴起，它的功

能仅限于模拟和计算，并不具有传播信息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主要是在机械论的研究范式中来

认识计算机，把计算机当作计算的机器。信息论的创立为人们重新认识计算机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使

人们能够从信息源的创造和传播的高度来认识计算机，这就构成了我们今天对计算机的新认识。从这

个角度看，信息论是对数字劳动方式的具有预见性的研究，是数字劳动方式的思想基础。同时，维纳不

局限于计算机、人工智能的具体的技术改进问题，而是从思想上，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变革上，提出通信

信息研究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打通了系统哲学与系统技术的关系，从而证明系统哲学和系统技术是新

质生产力的思想构成。

数字劳动的劳动方式的特点、它的技术构成、资本构成和思想构成，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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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这个一般规定，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新质生产力在各国的发展必然具有民族特色。这种

民族特色使新质生产力具体化了，因而是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内容。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开展与新质生产力的中国特点

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是习近平于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来的。习近平提出这

个概念，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的总结，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发展的战略规划。这表明新质

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赋予了新质生产力

的中国特点。因此，我们要了解新质生产力的中国特点，就需要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精神及其与中

国新质生产力形成之间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邓小平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解答中国发展生产

力的道路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问题。1985年，

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

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12］（P137）。他还说：“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

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12］（P138）在这

里，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而且提出了如何发展生产力和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的问题。

如何发展生产力是有关生产力发展道路的问题。在解答这个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

这个概念。1983年6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1983年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外籍专家的谈话中指

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

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12］（P29）在这段话中，邓小平讲了两层意思：第

一层意思是，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但中国的市场经济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只能走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第二层意思是，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要

根据中国既有的基础和自己的情况走出一条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而要走出这样一种独特

的道路，就需要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创造的实事求是和自力更生传统，这是有关中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传统和内在精神的问题。在这两层意思中，前者着重于中国市场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时代特点，体现了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普遍性的品格；后者是中国市场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精神，体现了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点。在邓小平看来，这两点就是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有机结合。这也就是邓小平在1984年10月26日

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的谈话中所说的：“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

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

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

路。”［12］（P95）总之，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精神的有机结合。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原则。

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是有关生产力发展的时代问题。在解答这个问题时，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生

产力发展必须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起点。他在听取中共鞍山市委负责同志汇报时的讲话中提出，

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3］（P129）；“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

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

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13］（P129-130）；“我们改造企业，为了保证应有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

要有合格的管理人员和合格的工人”［13］（P130）。邓小平讲这段话的时间是 1978年 9月 18日。这个时

间，在国际上，正值第三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原子能、航空航天、遗传工程等科学技术的出现，标志着

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在国内，生产力发展总体上还处在机器工业阶段的水平，可以说是落后于世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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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生产力一个时代。面对中国与世界生产力发展如此巨大的差距，邓小平提出“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

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引进世界先进的技术设备、借鉴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经营方式来改造

中国的企业、实现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全面升级，是对中国应该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的回答。在这里，邓

小平虽然没有提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但在内容上已经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规划了在中国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道路。

在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道路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兴起与发展是一个缩影。中关村是中国著

名高校的密集区，这里聚集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4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是中国

科学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1983年中国科学院与海淀区政府合作成立了新技术联合开发中

心，吸引了大批的科学技术人员。这些科技人员走出科研机构和大学，在这里创办了四通公司、信通公

司，成为中国首批高科技开发企业。到1987年，中关村的高科技企业数量高达近百家，被称为“电子一条

街”。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软件市场的急速增长，中关村涌现了专门售卖计算机电子产品的商家，成为

中国当时最大的电子产品销售集散地。2009年3月，中关村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同年7月，

中关村西区被定位于“创新要素聚焦功能区”，中关村由此开始转型升级，从原来的电子批发市场转型升

级为“创新创业一条街”。自2018年以来，硬科技创业与高校院所成果转化成为中关村创新创业的主流，

中关村的技术和产品也从“中国制造”跨入“中国创造”。中关村由“电子一条街”转化为“电子科技园”的

历史，是一部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起点，开发自己的高科技产品，并将其用于工业改造，创造中国的

新质生产力的历史。《我在中关村：亲历者、见证者、追梦者》一书通过亲历者的自述见证了这部历史。这

部历史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特点：其一，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与调节在科学技术开

发的升级转型和促进科学技术向工业领域的转化和应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二，把学习和引进国际先

进科学技术与中国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中使中国的科技产品研发国

际化。正是这两个特点，使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生产力发展道路，推动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

展。这条道路被国外学者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

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思想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的真理标准讨论、认识论讨论和科

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讨论，为中国生产力发展模式的转换提供了新思想、新方法；20世纪90年代初的全球

化与中国市场经济的讨论，为在科学研究和企业发展中引入市场机制提供了理论根据；20世纪90年代

中期的消费社会和文化批判研究，推动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21世纪的生态哲学研究、发展理论研究、

数字经济的研究，展示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景。这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展示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中国

思想和中国精神。

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始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经过40多年的发展，基本完成了中国工业的升级改造，

实现了工业生产的信息化。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又向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把中

国生产力的发展提升到人工智能的水平，实现中国工业的智能化，是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新挑

战。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把积极培养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

战略性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容，实际上赋予了新质生产力第四次工业革

命内涵，提出了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更高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理论上，需要立足第四次工

业革命的高度对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作出新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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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

He Ping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 is a complex system that includes three aspect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general nature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 founds it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in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 Marx used his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to critical‐

ly examine 19th-century large-scale machine 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which he took as an empirical proto‐

type, revealed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and indicated tha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 will inevitably be dominated by the creat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spiritual cul‐

ture and experience, all of which constitutes the junction of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 and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 The general nature and composi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re determined by 

digital mode of labor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Firstly, it realized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modern science 

and complex technological systems with modern production structures in terms of technical composition; Sec‐

ondly, non-material labor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new technology creation as main body entered the 

capital structure, and formed the new capital structure with the capital of material labor such as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in terms of capital composition; Thirdly, it constructed a thinking paradigm centered on communi‐

cation and information control research by integrating System Philosophy with System Technology in terms 

of thought composition. The above three characteristics highlight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creative thinking and cultural spirit in productive force and constitute the general provisions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 are linked to Chi‐

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ith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its ideological found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reated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its prac‐

tical found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Zhongguancun Electronic Street epitomizes China's history of develop‐

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Key words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 digital mode of lab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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